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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注数字化情境下的组织双元问题，同时突破传统净效应和单案例研究的局限，以及拓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问题研究边界，结合我国“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现实背景，运用组织双元理论，从结构双元、领导双元和情境双元3个角度出发，通过理论演绎和文献梳理，基于“技术-组织-环境”框架 （TOE），从技术、组织和环境3个层面的5个前因条件，对145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双元能力提升组态路径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数字化水平、企业家精神、创新资源、政府补助和市场竞争都不是“专精特新”企业提升双元能力的必要条件，企业实现高双元能力是技术、组织和环境多层面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2）“专精特新”企业提升高双元能力的组态有3种（共4条关键路径）：创新资源主导型、技术与管理协同驱动型和政府支持下的自我驱动型，其中创新资源均为核心条件、具有普适作用，同时市场竞争均非核心条件；（3）导致“专精特新”企业非高双元能力的组态有4种（共5条关键路径），均包含创新资源缺失。由此可见，我国中小企业应顺应数字化发展趋势，加大创新资源投入，多层面分析自身现实基础，选取不同的等效组态路径提升双元能力，同时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合力，助力有志企业破解数字化转型困境。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专精特新”企业；双元能力；“技术-组织-环境”框架；等效组态路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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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veloping Specialized, Fined, Peculiar and Innovative enterprises is an important step in implementing the China’s strength in digital development, and ambidextrous capability plays a key role in alleviating resource conflicts i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MEs. Based on the TOE framework, the results of the fsQCA analysis on the grouping of 145 Specialized, Fined, Peculiar and Innovative “small giant” enterprises at the national level which affect the enhancement of ambidextrous capability of enterprises, show as follows: (1) digitalization, entrepreneurship, innovation resources,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market competition are not necessary for Specialized, Fined, Peculiar and Innovative enterprises to improve their ambidextrous capability, and innovation resources play a universal role; (2)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groupings for Specialized, Fined, Peculiar and Innovative enterprises to enhance their high ambidextrous capability: innovation resource-led,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synergy-driven, and government-supported self-driven; (3) There are four groups that lead to non-high dual competence in Specialized, Fined, Peculiar and Innovative enterprises, all of which include a lack of innovation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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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作为引言（或绪论）的内容应言简意赅且通常不分段落。如需要对研究基础、相关理论分析等作较为充分的论述，应独立成章，如“1  研究背景/问题提出”等】
随着全球数字化转型进程加快，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已成为我国重大战略部署。数字经济的发展为中小企业带来了难得的成长机遇，数字化转型不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中小企业通往“专精特新”企业之路的必修课[1]。中小企业占我国企业总数95%以上，是我国保持经济活力的重要力量。“专精特新”企业作为中小企业中的佼佼者，更是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力军。目前，国家发布的《“十四五”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规划》和《“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均明确作出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战略部署。2022年，“专精特新”企业更是首入政府工作报告，成为全国两会热议话题。但根据埃森哲[2]发布的《中国数字化转型企业指数（2022）》，我国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仍处于两难困境，即要不要坚持创新。因此，如何在环境约束下有效创新，成为我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的新难题。同时，根据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3]发布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分析报告（2021）》，我国仍有79%的中小企业处在数字化探索阶段，12%处于应用践行阶段，仅有9%达到数字化深度应用阶段，而大型企业已超过半数步入应用践行和深度应用阶段。可见，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上仍然存在很多短板，转型升级尤为迫切。但也有部分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实现了较高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因此，“专精特新”企业相较其他中小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进程较快，其实践经验值得借鉴。 工业和信息化部2022年发布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指南》中也指出，数字化转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要以“先转带后转”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鼓励中小企业“看样学样”。如今国家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来助力“专精特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如何发挥其创新示范引领作用也已成为数字强国战略实施、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增强经济韧性的重要内容。
即便是备受关注的“专精特新”企业，面对数字经济的高度不确定性，也存在较大的发展压力[4]。数字化转型对中小企业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数字技术的使用会对利用式运营和探索式创新产生积极影响，为企业带来绩效上的显著提升[5]，但另一方面，若是受到资源或能力约束，过度注重探索或开发也会带来风险甚至是导致企业破产[6]。“专精特新”企业作为具备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特征的一类中小企业，也面临着现有业务优化升级和未来业务开拓创新所带来的资源冲突[7]，但相比于其他中小企业，它们拥有诸多优势来创新性地处理彼此矛盾的探索和利用活动，从而更有效地破解大多数中小企业的两难困境，最终有效地推动数字化转型进程[8]。尽管“专精特新”企业已经备受学术界和产业界关注，但目前相关理论研究严重落后于实践，特别是关于“专精特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研究，仍旧停留在基于理论层面上的政策建议，缺乏微观层面上的影响因素和路径机制研究[9]，尤其是从双元视角分析“专精特新”企业如何提升双元能力以破解数字化转型困境的研究更是匮乏。另外，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专精特新”企业实现组织双元会受到多重因素的并发影响，提升双元能力不能局限于单一因素，而要关注技术、组织和环境层面上多因素的协同效应，特别是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志企业的三方联动。因此，基于组态视角探究“专精特新”企业双元能力提升的差异化驱动路径，有利于立足现实情境分析“专精特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实践经验，为我国其他正处于数字化转型困境的中小企业提供有益参考。
“专精特新”企业作为最具创新活力、最有转型优势的一类企业，是数字化转型的主战场，分析其双元能力提升路径有助于回答“要不要创新”、“如何在环境约束下有效创新”这两个问题，从而发挥这类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在分析框架上，考虑到“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现实背景，基于“技术-组织-环境”框架 （techo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TOE），纳入技术、组织和环境层面上的多重因素，从组态视角讨论不同因素组合对“专精特新”企业双元能力提升的差异化协同效应，从而有效克服传统分析方法中主要关注单一因素的净效应和忽视多因素协同效应的缺点，最终实现殊途同归；同时，从“有志企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协同治理视角，以145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作为样本企业，基于组织双元理论，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究提升双元能力的差异化组态路径，讨论企业、政府和市场应如何联动匹配，以期为不同资源基础的中小企业提出更具现实指导意义的双元能力提升方案，破解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困境，助力我国培育更多“专精特新”企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bookmark: pindex21]2  理论基础与模型构建
[bookmark: pindex22]2.1  “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企业结合信息、计算、通信和连接等数字技术，进行产品、服务、流程、模式和组织的全面协同转型，最终改进业务、建立竞争优势，并产生生态、产业和社会效应的过程[10]。中小企业受限于资金、人才、技术等资源限制，对数字化前景的认知不足，整体数字化转型实践相对滞后，缺乏成功案例企业作为研究样本进行研究[11]。近两年，随着数字化转型成本降低与国家政策引导，大多数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加快，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该领域的理论研究，现有相关研究主要关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前因、机制、路径及数字化所带来的价值[12]。“专精特新”企业具有主营业务专业化、管理经营精细化、产品服务特色化以及创新效能新颖化的突出优势，这类中小企业长期深耕某一特定领域，其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较强，是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13]。
事实上，大多数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在资源受限情况下平衡好探索活动和利用活动的二元张力[14]。这就需要从双元视角考虑如何提升双元能力，提高组织的灵活性和敏捷性以适应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而“专精特新”企业相较于其他中小企业而言，具有强劲的创新实力和发展韧性，更容易实现技术、管理和经营等层面的创新[11]，还具备业务聚焦、自主创新、政策扶持等转型优势，这都有助于其同时兼顾探索和利用活动以推进转型升级[15]。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也实现了极高的数字化水平，为处在“不敢转”     “不愿转”“不会转”的中小企业作了很好的示范。尽管“专精特新”企业的研究逐渐引起学者关注，但主要集中在发展态势分析、发展对策建议等方面的规范性研究，缺少从影响机制、作用路径、能力演化等方面的实证研究[7]，特别是从双元视角探讨如何破解数字化转型中的二元悖论的研究更是匮乏。
[bookmark: pindex25]2.2  数字化转型下的双元能力
数字技术的应用使企业内外部环境产生颠覆性变化，双元能力发挥的主体、双元能力的驱动要素以及双元能力的作用结果都呈现出新特征[14]。组织双元理论指出，成功的组织往往具备双元能力[16]，能够在应对外部环境和资源变化的同时实现探索与开发活动的二元平衡[17]，并获得二者的协同互补效应，实现可持续发展[18]。数字化转型投资高、回报周期长，不少企业受限于资源约束，在突破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中进退两难。已有文献证实，数字技术赋能双元能力，使企业既能利用数字技术打破部门壁垒、对当前业务有效管理，也能基于数字平台推动内部数字化变革、适应未来发展需要，在着眼短期利益的同时获得长期利益，保障企业能够实现长期的健康发展[19]。因此，受困于数字化转型的中小企业，亟需提升双元能力来保持组织灵活性和敏捷性，从而适应动荡复杂的数字环境[19]。但遗憾的是，正如Park等[20]指出，目前相关研究多数关注数字化背景下双元能力的作用机制，而对双元能力提升的前因研究较少，即便中小企业关注到双元能力对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也缺少相应的理论研究指导去提升其双元能力以破解数字化转型困境。
双元能力的提升与其实现模式密切相关。以往针对双元能力构建的研究大多聚焦于组织内部，如Gasaldi等[21]从结构型双元、情境型双元和领导型双元三方面展开研究。组织内部实现结构、情境和领导双元三者联动是双元能力构建和提升的内部动因[22]，有研究把组织同时实现结构和情境双元称为混合双元模式，是组织实现双元的前提[23]；有研究认为领导型双元在3种动因中起到核心作用，高管团队平衡两种矛盾的行为不仅能够对双元能力产生直接影响，也可以通过结构型双元和情境型双元对双元能力产生间接影响，贯穿于双元能力构建的全过程[24]。从组织外部来看，环境因素也值得关注。当面临高度复杂和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时，企业会更加注重探索与利用能力的平衡，提升双元能力[25]。此外，政府的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也会缓解企业内部资源冲突，从而提高双元性倾向[26]。更重要的是，双元能力作为一种动态能力，具备数字时代变化特征，数字变革会带来企业技术、管理、环境等多层面因素的变化[27]，但现有相关研究大多关注单一因素对组织双元的净效应，而从有志企业、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3个视角出发考虑多因素的组合效应，更有助于理解各层面因素相互影响和组合驱动对双元能力提升的复杂因果关系，也更符合中国情境下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现实情况[28]。因此，探究中小企业双元能力提升的多重前因要素及组态效应，对于实现组织双元、优化资源配置以及路径选择，促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bookmark: pindex28]2.3  TOE理论框架
TOE框架主要用于考察企业应用新技术后对内外部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其本质就是一种基于技术、组织和环境等3个层次技术应用情境的综合分析框架。具体来看，技术层面主要考虑技术本身的特点及其于组织之间的关系【确认此处没有引用，是本文笔者的见解？】；组织层面则是将组织资源、高管团队等因素纳入分析[29]；环境层面则是聚焦制度环境、市场竞争等[30]。TOE作为一个高度概括的理论框架，也在不断地发展中，学者们根据不同的研究背景、研究对象以及实际情况对其进行调整和细化，使其更具适用性。其中，数字化情境便是TOE框架广泛应用的情境之一。在乌卡（VUCA）时代，“专精特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日益复杂，提升双元能力既要求技术、组织和环境层面的协同联动，也要求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与有志企业的通力合作，基于TOE框架能够更好地阐释有志企业如何调配自身技术层面和组织层面的可控因素，以及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如何从环境层面给予助力，从而基于组态视角分析多重因素及其并发因果关系，更全面地论证“专精特新”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提升双元能力的发展路径，提高研究结果的现实指导意义和理论意义。
[bookmark: pindex30]2.4  模型构建
立足已有研究和“专精特新”企业转型实践，从“有志企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协同治理视角出发，基于TOE框架分析影响双元能力提升的前因条件，探究中小企业提升双元能力的组态路径。其前因组态模型如图1所示。
[bookmark: pindex32]（1）技术因素。技术层面选取数字化水平作为前因条件。中小企业通过接入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既能提高业务流程的效率，又能够在探索数字新业态的基础上提出新的数字解决方案[31]。数字化水平提升“专精特新”企业的双元能力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较高的数字化水平能将彼此矛盾的探索和开发业务分离到不同的事业部门，通过加速信息流动和知识共享实现结构型双元，打破部门壁垒来实现探索和利用活动的同频共振[21]；其次，数字化水平提升可以增强各部门的松散耦合性，跨职能地实现知识共享和价值共创，形成融洽、和谐、信任的氛围来促进知识传播和思想碰撞，有利于实现组织内部的情境型双元[31]；最后，利用数字技术可以提升高层管理者对企业内部人力、资金、销售、渠道等多方面资源的控制，构建双元型领导来部署双元战略，在组织设计和资源配置上作出更多双元性安排[32]。综上所述，“专精特新”企业提高数字化水平有助于实现结构型双元、情境型双元和领导型双元，对企业双元能力提升具有重要影响。
[bookmark: pindex34]（2）组织因素。组织层面选取创新资源和企业家精神作为双元能力提升的前因条件。创新资源是企业进行创新活动的源头活水，主要包括企业的研发投入和研发人才[33]。“专精特新”企业需要通过吸收大量的外部知识、经验、人才、资金等创新资源来保持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优势。在转型过程中，一方面，利用数字技术能够提升各流程的透明度，通过信息化管理、大数据预测等方式提升创新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专精特新”企业加大对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的投入力度，为探索和利用活动的同时推进创造有利条件，助力高管团队的双元战略部署[34]；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应用能够代替简单、低成本的人力，这有助于“专精特新”企业降低人力成本，吸纳更多研发人才来优化人力资本，增加企业的知识储备，利用数字平台的连接性促进知识流动，有助于研发人员进行知识探索、学习和应用，开展颠覆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35]，实现情境型双元。因此，创新资源是实现组织双元提供资源基础，对双元能力提升具有重要影响。
企业家精神是一种面对市场不确定风险进行创新活动的素质【搭配不当毛病句】，数字经济能够激发企业家精神、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36]。企业家精神是影响企业动态能力的关键力量[37]。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管理者提倡创新和变革，这种矛盾思维【什么矛盾？！】决定了企业探索与开发活动的投入力度以及各部门的业务分配，对企业双元能力的形成具有积极作用[38]。数字经济强化了知识溢出效应，开放式创新环境有利于企业高层管理者形成企业家精神，既可以依托开放的数字技术和数字生态环境带领员工开拓企业创新边界、开展全新业务，也可以通过对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推进技术升级和各业务流程的持续优化，抓住数字经济所带来的盈利机会，因此，塑造企业家精神能够构建领导型双元，进而实现情境型双元和结构型双元，对企业双元能力提升具有重要影响。
[bookmark: pindex37]（3）环境因素。从环境层面选取政府补助和市场竞争作为双元能力提升的前因条件。政府补助是激励企业开展创造性活动的无偿资金支持，为企业提供了资源基础；而资源越充裕，企业的双元性倾向越高[39]。“专精特新”企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生力军，政府在资金、人才、孵化平台等方面均给予了大力支持。新兴数字技术领域存在投资规模大、风险高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探索与开发活动会对有限的资源进行争夺，政府补贴能缓解资源稀缺问题，有利于实现探索和开发活动的平衡[26]。具体来说，政府补助作为“有形的手”，能够激励企业提高研发投入，直接的资金补贴会推动企业研发数字化产品和提供相关服务，同时也能够为中小企业带来特殊优势，例如降低信息的获取成本、获得先进的技术资源、吸引外部融资等，对探索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均起到正向促进效应[40]。因此，政府补助对“专精特新”企业提升双元能力具有重要影响。
市场竞争是指企业所处市场的竞争压力。市场中竞争对手越多，且产品趋于同质性时，企业的市场竞争压力越大[41]。市场竞争作为“无形的手”，能够激发企业从事研发活动的活力[42]，对企业双元创新产生积极影响[43]。中小企业需要在创新当前服务和产品的同时防御好现有市场风险以应对市场竞争压力[44]。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贸然进行探索式活动会给中小企业带来颠覆式变革，导致更高的风险和压力。在市场竞争压力不大时，企业往往会追求短期收益而专注现有业务的优化升级，对探索活动的需求不大；但随着市场竞争和资源稀缺程度提高，企业仅靠安于现状的开发活动难以维持竞争优势，探索活动的需求由此增加[24]。因此，较高的市场竞争压力迫使中小企业不仅要经营好现有业务，还要主动求变、适应未来发展需求，促进探索式创新和突破式创新的共同开展[45]。因此，市场竞争对“专精特新”企业双元能力提升具有重要影响。
[bookmark: PePindex40][image: 1697877692078]
[bookmark: pindex41]图1  双元能力提升组态研究模型

[bookmark: pindex42]3  研究设计
[bookmark: pindex43]3.1  研究方法
选取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主要考虑到QCA方法是基于整体论的视角，具有整合案例导向方法与变量导向方法的双重优点，有助于回答多重并发因果关系、多种等效路径以及因果非对称性等问题[46]。采用该方法不仅分别分析了产生高双元能力和非高双元能力的“技术-组织-环境”组态，同时对所发现的组态进行命名和定性分析，以各组态下典型案例进一步剖析“专精特新”企业的双元能力提升路径，探讨如何从技术、组织和环境层面配置企业现有资源以提升其双元能力，实现“有志企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三方联动，为面临数字化转型困境的中小企业提供实践指导。
[bookmark: pindex45]3.2  数据来源
[bookmark: bkReivew1182101]究选取2022年我国“专精特新”板沪深A股上市公司中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原因在于，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是国内各行业具有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特征的中小企业领先者，大多实现了较高的数字化水平，能够体现 我国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实践经验。样本选取遵循以下原则：第一，剔除ST及*ST类企业；第二，剔除缺失及模糊信息的企业；第三，剔除主营业务利润为负的企业；第四，剔除未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企业，即“数字化”关键词词频总数为0。所有数据均来源于CSMAR数据库、WIND数据库以及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主板上市企业信息。考虑样本企业所在地区与行业的多样性、数据可得性以及相应信息匹配等问题，最终筛选出145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纳入研究。样本企业区域与行业分布分别如表1和表2所示。
【表1：安徽、山东这两部分“区域”列左侧分别加一竖的双细线】
[bookmark: PePindex47][bookmark: pindex47]                        表1  样本企业区域分布             单位：家
	区域
	数量
	区域
	数量
	区域
	数量

	江苏
	24
	安徽
	4
	山东
	2

	广东
	19
	天津
	4
	辽宁
	2

	浙江
	17
	湖南
	4
	云南
	2

	北京
	14
	重庆
	3
	吉林
	1

	上海
	14
	湖北
	3
	河北
	1

	福建
	9
	陕西
	3
	贵州
	1

	四川
	8
	江西
	2
	内蒙古
	1

	河南
	5
	广西
	2
	
	



【表2：修改类同表1】
[bookmark: pindex102][bookmark: PePindex102]                               表2  样本企业行业分布                                 单位：家
	行业
	数量
	行业
	数量
	行业
	数量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34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4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
加工业
	1

	专用设备制造业
	18
	金属制品业
	5
	专业技术服务业
	1

	仪器仪表制造业
	13
	通用设备制造业
	5
	研究和试验发展
	1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11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1

	医药制造业
	10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3
	纺织业
	1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8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2
	卫生
	1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8
	其他制造业
	1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1

	汽车制造业
	6
	化学纤维制造业
	1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5
	造纸及纸制品业
	1
	
	



[bookmark: PePindex164][bookmark: pindex164]3.3  变量测量
（1）组织数字化水平。参考吴非[47]等的做法，将上市企业年报中出现的数字化相关词汇的词频总数用于测度组织数字化水平。具体操作过程如下：首先，整理样本企业2021年度财务报告，参照张国胜等[48]关于数字化的研究，选取“数字”“大数据”“区块链”“机器学习”“物联网”“互联网”等23个与数字化紧密相关的词汇作为组织数字化水平测度的关键词，然后对数字化关键词进行词频统计，剔除统计词汇字段前后的“无”“没有”“不”等含否定意义的非数字化词频，将与每家观测企业有关的23个数字化关键词的词频进行加总，并做取对数处理来刻画组织数字化水平。
（2）创新资源。借鉴王立明等[49]的研究，用研发经费资源和研发人才资源共同测量创新资源。其中，将“企业研发支出/主营业务收入”用于衡量研发经费资源；将“企业研发人员/人员总数”用于衡量研发人才资源。
（3）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可以细分为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创业精神，考虑到双元能力提升与企业双元创新密切相关，因此将企业家创新精神作为企业家精神的代理变量。现有实证研究大多以专利或发明数量作为企业家创新精神的衡量指标，借鉴李宏彬等人[50]的做法，采用专利申请量来衡量企业家精神。
（4）政府补助。借鉴汤萱等人[51]的研究，将“企业获得政府补助金额/总资产”作为政府补助的衡量指标。
（5）市场竞争。企业所处的市场竞争压力普遍采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考虑到HHI越大表示企业所受到的竞争压力越大，因此，参考郭晓川等人[52]的研究，采用DHHI=1－HHI来测度企业所受到的市场竞争压力。
（6）双元能力。现有文献对双元能力的测量通常借助探索能力与利用能力来间接计算得到，借鉴He[53]的研究，选取企业的研发支出占比、毛利率分别衡量探索能力和利用能力，再参考Gastaldi等[21]学者的做法，利用公式来计算双元能力。
[bookmark: pindex171]3.4  变量校准
结合样本企业数据的分布特征，采取95%、50%和5%分位数作为锚点进行校准。具体操作步骤如下：首先，确定结果变量和5个前因条件的3个临界值，分别作为完全不隶属点、交叉隶属点和完全隶属点；其次，运用fsQCA3.0软件中的Calibrate(x,n1,n2,n3)函数将变量转换为模糊集隶属分数；最后，检查校准后的数据，若交叉点数据校准后为0.5，则需替换为0.499或0.501[54]。各变量校准结果如表3所示。
[bookmark: PePindex173][bookmark: pindex173]表3  变量校准
	
变量
	模糊值校准

	
	完全不隶属点
	交叉隶属点
	完全隶属点

	数字化水平
	1.386 
	3.713
	5.663 

	创新资源
	5.397 
	16.283
	56.498

	企业家精神
	0.814 
	2.564
	4.306

	政府补助
	0.085 
	0.527
	1.353

	市场竞争
	0.838
	0.955
	0.978

	双元能力
	1.215 
	1.847
	3.543



[bookmark: PePindex205][bookmark: pindex205]4  分析结果
[bookmark: pindex206]4.1  必要性分析结果
在进行组态分析之前，需要检验单个前因条件是否为结果的必要条件。通常认为，当一致性大于0.9且具有一定覆盖度时，则认为该条件是导致结果产生的必要条件。采用fsQCA 3.0软件进行必要性条件检验，得到各单一因素对结果变量的一致性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可知所有单一前因条件对结果变量的必要性检验的一致性均小于0.9，说明不存在单一前因条件是导致高双元能力和非高双元能力的必要条件。由此可知，双元能力提升并不是单个因素能够独立作用并实现的，需要进一步分析组态效应。
[bookmark: pindex209][bookmark: PePindex209]表4  变量单个前因条件必要性分析
	前因条件
	高双元能力
	非高双元能力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数字化水平
	0.727
	0.723
	0.610
	0.600 

	~数字化水平
	0.597
	0.607
	0.718
	0.723

	创新资源
	0.850
	0.869
	0.487
	0.493

	~创新资源
	0.504
	0.498
	0.870
	0.852

	企业家精神
	0.689
	0.698
	0.612
	0.614

	~企业家精神
	0.619
	0.617
	0.699
	0.690

	政府补助
	0.691
	0.739
	0.573
	0.607

	~政府补助
	0.632 
	0.599
	0.753
	0.707

	市场竞争
	0.703
	0.703
	0.660
	0.654

	~市场竞争
	0.654
	0.660
	0.700
	0.700


        注：~表示逻辑运算符号“非”。下同。
[bookmark: pindex269][bookmark: PePindex269]4.2  组态分析结果
考虑到导致企业高/非高双元能力的是多重并发因果，因此采用fsQCA3.0软件对条件组态进行分析。参考Pappas等[55]的做法，将原始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8，案例频数阈值设置为3（包含92%的案例），将PRI值阈值设定为0.7，最终得到复杂解、简约解和中间解。根据Fiss[56]的建议，将同时出现在简约解和中间解中的前因条件作为核心条件，将只出现在中间解中的前因条件作为边缘条件，由此得到高/非高双元能力组态分析路径如表5所示。
[bookmark: pindex271][bookmark: PePindex271]表5  样本企业高/非高双元能力组态分析
	前因条件
	高双元能力
	非高双元能力

	
	Y1a
	Y1b
	Y2
	Y3
	N1
	N2
	N3a
	N3b
	N4

	数字化水平
	●
	
	●
	
	
	●
	
	
	●

	创新资源
	●
	●
	●
	●
	
	
	
	
	

	企业家精神
	
	●
	●
	
	
	
	●
	
	●

	政府补助
	
	
	
	●
	
	
	
	
	

	市场竞争
	
	
	
	●
	●
	●
	
	
	

	一致性
	0.919 0
	0.914 0
	0.923 0
	0.950 0
	0.957 0
	0.946 0
	0.951 0 
	0.975 0
	0.950 5

	原始覆盖度
	0.469 0
	0.434 0
	0.479 0
	0.473 0
	0.479 0
	0.420 0
	0.367 0
	0.426 4
	0.348 9

	唯一覆盖度
	0.065 0
	0.028 0
	0.032 0
	0.097 0
	0.087 0 
	0.0178 0
	0.025 0
	0.055 2
	0.016 0

	总体一致性
	  0.714 0
  0.909 0
	0.737 5
                    0.944 7

	总体覆盖度
	
	


[bookmark: PePindex374]注：●表示核心条件，●表示辅助条件，表示核心条件缺失，表示辅助条件缺失，空白表示前因变量可有可无。

[bookmark: pindex375][bookmark: sys3763338]【表格中已清晰表示的内容无须再简单用文字重复】根据表5做具体分析。一是实现高双元能力的组态分析。实现高双元能力的组态路径有Y1a、Y1b、Y2和Y3。高双元能力组态的中间解的总体一致性为0.714，总体覆盖度为0.909。单个组态的一致性均大于0.9，符合fsQCA的分析标准。其中Y1a和Y1b的核心条件一致，构成了二阶等价组态，因此合并为组态Y1进行分析。分别将各组态命名为以高创新资源水平和低市场竞争程度为核心条件的创新资源主导型（Y1），以高数字化水平、高创新资源水平和高企业家精神为核心条件的技术与管理协同驱动型（Y2），以及以高水平的创新资源水平和政府补助为核心条件、高市场竞争程度为边缘条件的政府支持下的自我驱动型（Y3），并结合相关典型案例对各组态具体分析如下：
[bookmark: sys3774736][bookmark: sys3778336]（1）创新资源主导型。组态Y1以高创新资源和低市场竞争为核心条件，因此将该组态命名为创新资源主导型。路径Y1a以高创新资源水平和低市场竞争程度为核心条件、高数字化水平为边缘条件，路径Y1b以高创新资源水平和低市场竞争程度为核心条件、高企业家精神为边缘条件，表明，市场竞争较小时，创新资源水平较高的中小企业可以借助提高数字化水平或塑造企业家精神来提升双元能力。具体来说，较高的创新资源水平能够为企业提供持续不断的知识基础、人才和研发投入，如果外部市场竞争程度较低，企业同时进行探索和开发活动的资源压力更小。数字化水平较高的企业在数字化进程中会更加灵活、敏捷，而企业高层管理者的企业家精神会构建领导型双元、结构型双元以及情境型双元等方式来推进数字化转型，都有利于提升企业的双元能力。例如，杭州远方光电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方信息”）是该组态下的典型企业。该企业的主营业务包括智能光电检测和智能生物识别两大领域，是全球唯一一家以发光二极管（LED）和照明检测设备为主营业务而实现上市的企业。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加速了仪器仪表行业的数智化发展，远方信息的布局从传统照明扩大到智慧照明、生物识别等新领域。新兴领域竞争者较少，远方信息作为行业标准的起草者之一，可以及时了解行业技术前沿动态，行业领先地位也会令其获得资本青睐，为其加大研发投入奠定基础。2021年，远方信息的研发投入占比达19.19%，高等教育人员占比为30.11%，坚实的研发基础塑造了企业的高创新资源水平，驱动其建立物联网系统，开发多项人工智能项目，提升在工业制造、信息服务、医疗检测等领域的数字化服务水平，实现传统业务优化和新兴业务创新的同时并举。由此可见，市场竞争小和高创新资源水平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的数字化水平，平衡探索和开发活动以提升双元能力，最终通过自我驱动实现研发和盈利水平稳步增长，符合环境助力下的自我驱动型【？】的组态特征。
（2）技术与管理协同驱动型。组态Y2以高数字化水平、高创新资源和高企业家精神为核心条件，因此将该组态命名为技术与管理协同驱动型。该组态表明数字化水平较高的中小企业若具备很好的创新资源和企业家精神，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都可以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提升双元能力。具体而言，数字化水平较高的中小企业会加速信息互动和知识共享，实现跨部门的联动机制，与较高水平的创新资源产生协同效应，为企业进行数字化探索和开发活动发提供了稳定的知识、技术和人才资源；企业家精神有利于建立开放、创新、多元和包容的文化与环境，推动形成员工参与双元创新的热潮，既能借助数字技术创新实现全流程产业链的优化升级，也能深度挖掘用户潜在需求开辟未来市场。因此，不论外部环境如何，较高的数字化水平和创新资源都能有效提升企业的双元能力以保持组织的灵活性、敏捷性和适应性。例如，广州中海达卫星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达”）是该组态下的典型企业。中海达的核心业务包括测绘与空间地理信息、北斗高精度智能应用两大领域，是“北斗+精准定位”装备制造类国内第一家上市公司。从技术层面来看，北斗高精度智能应用业务是中海达重点发展的新兴战略业务，主要依托北斗高精度定位和时空智能技术，融合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新一代数字技术，数字技术的加持使企业优化传统业务和发展新兴业务相辅相成，提升了数字化水平。从企业管理层面来看，2021年，中海达研发投入占比14.77%，研发人员占比超过50%，强大的研发基础有利于企业获取资源、内化知识，促进数字技术与自身核心技术的高度融合；与此同时，数字化转型也推动了企业内部管理创新，在管理层面成立了中央研究院管理研发资源，借助数字技术优化研发模式并进行前瞻布局，在北斗应用、自动驾驶等方面推进数字化转型。由此可见，技术与管理的协同使中海达在平衡新旧业务的基础上实现两大业务的同频共振，成为国内获得广泛认可、具有影响力的北斗卫星导航产业集团，符合技术与管理协同驱动型的组态特征。
（3）政府支持下的自我驱动型。组态Y3以高创新资源和高政府补助为核心条件，以高市场竞争为边缘条件，因此将该组态命名为政府支持下的自我驱动型。该组态表明，中小企业若能够获得政府补助，且自身具备较高创新资源水平，在外部竞争压力的驱使下会兼顾探索和开发活动，提升自身的双元能力，这也体现了“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对“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互补效应。具体而言，动荡复杂的数字环境迫使中小企业在维持现有竞争优势的基础上追求突破，政府补助能够为企业带来直接的经济补贴，也会为企业融资提供可靠的背书，吸引更多资本加入，从而缓解中小企业在转型过程中的资金约束。另外，在外部竞争压力的驱动下，创新资源水平较高的中小企业能够迅速整合资源来推动全流程数字化，建立庞大的数字人才库支撑双元创新活动，最终提升双元能力。例如，厦门艾德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德生物”）是该组态下的典型企业。艾德生物聚焦肿瘤精准医疗热点领域，产品在欧盟及国内市场占有率连年第一，是行业内品类最齐全、技术水平最领先的企业。从内部经营管理来看，艾德生物常年研发投入占其当期营业收入的比重超过15%，研发人员占比为41.15%，高等人员【指代不明！高等、低等的划分依据及标准是什么？】占比为34.31%，内部形成了多学科专业互补的复合型研发团队，促进企业整合优势资源来推进数字化变革、进行双元创新。从外部环境来看，厦门生物医药产业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域集聚发展试点，政策环境助力艾德生物入选国家火炬计划、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项目，2021年获政府补助金额占其当年利润总额的7.79%。根据《2021年中国生物医药投融资蓝皮书》【按规范补标引著录此皮书文献】，生物医药企业在研管线治疗领域集中度较高，尤其聚集在肿瘤领域，占比高达62.48%，加之毛利润较高，会吸引更多的竞争者加入此赛道，这也迫使艾德生物不断加大研发力度，拥有多项国际领先、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算法专利。由此可知，较高的政府补助水平助力艾德生物缓解资金约束，充足的创新资源帮助其跨越组织和技术边界进行双元创新，而外部竞争压力也会使其居安思危，推动探索与利用活动并举，最终实现了双元能力的提升，符合政府支持下自我驱动型的组态特征。
综合组态Y1、Y2、Y3进一步分析，中小企业自身的创新资源是提升双元能力的关键前因条件，创新资源能够与组织层面和环境层面的其他因素协同平衡探索与利用活动。中小企业引入数字技术会对企业整体带来颠覆性变革，具有较高创新资源水平的企业能够通过跨越知识和组织边界弥补企业内部资源与技术的缺陷，缓解探索与利用的二元张力，进而推动双元能力的提升。
[bookmark: pindex384][bookmark: sys3858136]二是导致非高双元能力的组态分析。为了检验高/非高双元能力是否具有非对称性，对非高双元能力的条件组态进行对比分析。由表5可知，导致非高双元能力的组态有5个，分别是N1、N2、N3a、N3b和N4。非高双元能力组态的中间解的总体一致性为0.735总体覆盖度为0.944。单个组态的一致性均在0.9以上，符合fsQCA的分析标准。由于N3a和N3b的核心条件一致，构成了两个二阶等价组态，因此合并为组态N3进行分析。组态N1显示，缺乏创新资源和企业家精神的中小企业在市场竞争较高时会导致非高双元能力；组态N2表示，缺乏创新资源的中小企业即便拥有较高的数字化水平，也会在外部竞争压力过大的情况下导致非高双元能力；从组态N3可知，在外部竞争压力不大和数字化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对于缺乏创新资源的企业，无论高企业家精神还是低政府补助水平都会导致非高双元能力；组态N4表示，缺乏创新资源和政府补助的企业，即便有高的数字化水平和企业家精神，也会导致非高双元能力。进一步分析可知，非高组态中的核心缺失条件均包含创新资源，再次证实高组态中创新资源的普适作用。因此，企业若想提升双元能力，就必须注重对自身创新资源水平的提升，若没有创新资源的驱动，无论从技术、组织还是环境层面创造有利条件都不能帮助企业解决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二元悖论、实现双元能力的提升。
[bookmark: pindex388]4.3  稳健性检验
借鉴以往学者的经验调整真值表中的案例频数和一致性阈值进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检验。首先，将案例频数由3提升到4，组态结果基本保持一致；其次，将原始一致性阈值由0.8提升到0.9，组态结果未发生变化；最后，将PRI一致性阈值由0.70提升到0.75，新组态包含原条件组态，组态结果未发生实质性变化。由此可知，样本企业双元能力提升前因组态研究的结果是较为稳健的。
[bookmark: pindex390]5  结论与展望
[bookmark: pindex391]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组织双元理论追溯影响中小企业双元能力提升的前因组态路径，将数字化水平、创新资源、企业家精神、政府补助以及市场竞争纳入到TOE理论框架，从“有志企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协同治理视角出发，以145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作为案例企业，运用fsQCA方法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 任一前因要素都不能构成提升企业双元能力的必要条件，企业实现高双元能力是技术、组织和环境多层面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专精特新”企业必须考虑如何配置技术和组织层面的因素，以及如何获得环境层面因素的助力，实现企业、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效应，最终提升双元能力。
（2） 识别出企业产生高双元能力的3个组态：创新资源主导型、技术与管理协同驱动型和政府支持下的自我驱动型。其中，创新资源是构成所有高双元能力组态路径的核心条件，对于“专精特新”企业提升双元能力具有普适作用。另外，市场竞争在各种组态中并不是核心条件，这是由于样本企业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属于所在行业领域的龙头企业，不像其他中小企业面临严重的同质化问题，但若想提升双元能力，也需要基于自身资源禀赋选择合适的组态路径，发挥“有志企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联动效应，最终顺利实现数字化转型。
（3） 有4条关键路径构成了企业高双元能力的组态，组态路径均由不同层面要素组合构成，整体覆盖度已经超过90%，实现高双元能力的大部分案例均已包含在内。另外，导致非高双元能力的组态路径有5条，与实现高双元能力的组态具有非对称性，同时所有的非高组态都包含创新资源这一核心缺失条件，且整体覆盖度高达94%，反向印证了创新资源在提升双元能力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bookmark: pindex396]5.2  理论意义【文以反映笔者开展的研究工作和取得的主要成果为主，避免自评，相关内容可融入结论及讨论部分，通过深入讨论来体现本研究的价值】
本研究基于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响应Park等[20]学者的号召，关注数字化情境下的组织双元问题。数字化转型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带来了颠覆式改变，中小企业双元能力的提升机制也呈现出数字化特征，基于组织双元理论，从结构双元、领导双元和情境双元3个角度出发，通过理论演绎和文献梳理，结合TOE理论框架，归纳出技术、组织和环境3个层面的5个前因条件，阐释了各个前因条件与双元能力提升之间的复杂因果关系。【赘述。下同】本研究所得结论为中小企业如何提升双元能力来平衡二元悖论、破解数字化转型困境提供了理论参考，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组织双元理论、TOE理论框架的研究范畴。另外，（2）基于已有文献对数字化情境下双元能力的研究[19]，进一步探讨并揭示了专精特新企业双元能力提升的前因组态路径，分析了数字化水平、创新资源、企业家精神、政府补助和市场竞争这5个前因条件对双元能力提升的联动效应。相较于传统的净效应研究以及单案例研究，本研究利用fsQCA方法探讨了技术、组织和环境层面的前因条件对中小企业双元能力提升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分析得到涵盖多因素多轨迹的组态路径，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双元能力提升的研究思路和理论成果。此外，本研究结合我国本土企业的转型实践和发展需求，扩展了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专精特新”企业的双元问题研究。“专精特新”企业处于产业链核心位置，创新能力和发展韧性强劲，是我国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重点，关注这一类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问题，更加符合我国现实情境发展需求，呼应了朱秀梅等[10]提出的丰富中国情境下数字化转型研究的号召，拓宽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问题的研究边界。
[bookmark: pindex400]5.3  管理启示
（1） 顺应数字化发展趋势，加大创新资源投入。从高数字化双元能力的4条组态路径来看，创新资源对提升中小企业双元能力具有关键作用，是“专精特新”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专精特新”企业的灵魂就是创新，实现组织双元的内核是双元创新，因此企业必须重视创新资源投入。一方面，企业要积极拥抱数字化，利用数字技术降本增质，优化人力资源，重视研发投入和研发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对关键环节的技术攻关，同时加大对创新环节的资源配置，实现现有业务优化和未来业务创新的双轮驱动；另一方面，政府要充分发挥“专精特新”企业的主体地位，立足产业链统筹推进数字化转型，通过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区、数字技术共创平台、数据共享平台等，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从而为企业带来更多低成本的优质创新资源，提高其参与市场竞争的活力，实现企业的探索与利用活动同频共振。
（2） 多层面分析企业现实基础，选取不同的等效组态路径提升双元能力。中小企业若想提升双元能力，具备高创新资源水平是前提条件，同时须根据各层面因素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组态路径。市场竞争压力不大时，中小企业可以选择创新资源主导型组态下的2条路径，既可以提高自身数字化水平，借助数字技术预测和控制创新资源配置，也可以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来组织创新资源配置，最终协调和平衡探索与利用活动；市场竞争压力大时，中小企业可选择政府支持下的自我驱动型组态路径，积极申请各项政府补助来缓解探索与开发活动的资金冲突，加大创新力度以保持竞争优势。此外，不论市场竞争压力如何，中小企业都可以选择技术与管理协同型的组态路径，依托较高的组织数字化水平，以企业家精神引导企业内部实现结构型双元、领导型双元或情境型双元来解决数字化二元悖论，提升双元能力。
（3） 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合力，助力有志企业破解数字化转型困境。政府支持下的自我驱动型路径指出，政府补助对专精特新企业提升双元能力具有重要作用，与创新资源相辅相成。政府补助能够缓解中小企业的资金约束，助力其投入大量资金来进行数字基础设施搭建、数字技术嵌入以及数字化人才引进，同时吸引更多其他来源资本来扩充企业内部资金和知识供给；市场竞争也会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协调和推动探索与利用活动并举。因此，“专精特新”企业要保持创新活力，政府也应重视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扶持，提高政策创新性并优化制度环境，同时弱化政府背书对市场的干预，通过“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引导有志企业提升双元能力、破解数字化转型困境。
[bookmark: pindex404]5.4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样本数据均为横截面数据，未考虑到变量影响效应的时间滞后性，但双元能力提升具有过程性和动态变化性，未来可以收集纵向或面板数据对研究结果进一步验证和分析。其次，本研究结合数字化背景特点仅选取5个变量纳入TOE框架进行分析，对双元能力的提升动因探讨存在局限性，未来可考察其他前因条件对提升双元能力的不同组态效应，丰富组态视角的研究。最后，样本企业选取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涉及到多个行业，研究结果只能反映出普遍规律，未来可以深入某个行业的代表性企业，利用定性分析方法揭示如何提升特定行业背景下中小企业的双元能力，使研究结论更具现实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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